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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中普遍存在公物或者公产的概念,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多将之称为公物,通说认为

“公物,是指国家或者公共团体直接为了公共目的而提供使用的有体物”。法国则区分公产与私产,其中公产原则上受到行政法

的支配和行政法院的管辖,而私产则受私法支配和普通法院管辖。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235页;〔日〕盐野宏:《行政组织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李惠宗: 《公物法》,载翁岳生编:
《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423 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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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比较研究

周 密*

内容提要:与物有关的侵权,根据损害结果与物的危险性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物之侵权、物上

行为侵权和单纯行为侵权三类。其中物之侵权根据公物和私物在公共使用性上的根本差异,可以

区分为公物侵权和私物侵权,公物侵权构成公物致害责任,而私物侵权中不动产侵权构成建筑物

危险责任。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性,其差异性本质在于作

为设置或管理瑕疵判定基础的管理权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公物管理权和私物管理权在性质、来

源、内容和行使强制性上都存在差异。对于司法适用中存在的主要争议和焦点问题,基于对管理

权差异本质的分析,现有的民事侵权救济途径无法保证公物致害受害人获得充分有效的救济,因

而应当将公物致害责任和建筑物危险责任区别适用国家赔偿程序和民事侵权程序,同时分别适用

无过错和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关键词:公物致害责任 建筑物危险责任 公有公共设施 国家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道路、桥梁、堤坝、排水系统及地下设施等基础设施作为行政机关行使公共管理和服务

职能的工具,即行政组织法上的公物或公产,〔1〕已经成为民事主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们分享着这些设施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在默默承受着由其产生的潜在危险。当这些公物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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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造成民事主体人身和财产权益遭受损害时,如何获得法律救济,始终是公私

法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的道路管理瑕疵赔偿责任第一案 〔2〕至今,相关司法

实践始终难以回避行政机关的民事主体资格、国家赔偿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的关系、归责原则的

适用以及行政机关如何履行民事赔偿等焦点问题。即便民法学者明确指出公物致害责任不同于建

筑物危险责任,〔3〕行政法学者也反复论证应将公物致害责任纳入国家赔偿的适用范围,〔4〕立

法者依然不为所动,在 《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将其排除适用 《国家赔偿法》。〔5〕

权益遭受侵害的民事主体只能依据 《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建筑物危险责任寻求司

法救济,由此产生了诸多司法适用上的难题,民事主体获得法律救济的实际效果也不理想。之所

以未能充分说服立法者,原因在于现有研究对于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比较只停留在

其差异的表象上,〔6〕未能从公物与私物的根本区别入手,揭示两种责任的差异性本质,因而未

能为司法适用中救济途径的选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物之侵权责任的类型划分与界定

1986年 《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了建筑物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责任主体和归责原则等,

立法者在设计该制度时并不认为其应当适用于公物致害的情形,〔7〕然而1993年 《国家赔偿法

(草案)》说明中明确指出公物致害责任适用 《民法通则》的规定,导致自此之后的法律实践进

入了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趋同适用的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将道路、桥梁、隧道等构筑物的责任主体拓展至设计和实

施者,由其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8〕但2010年 《侵权责任法》第11章 “物件损害责

任”又将与物有关的不同类型侵权责任杂糅在一起,从而使司法适用更加混乱。〔9〕因而要解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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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烈凤诉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人身损害赔偿案案情如下:1988年7月王烈凤之夫马学智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行至千

阳县电力局门前公路时,遇大风吹断公路旁护路树,因躲闪不及被断树砸中头部,当即倒地昏迷,由同行人送入医院,经抢救

无效死亡。经法院查明,路旁树木受害虫黄斑星天牛危害严重,部分树木枯死已三年之久,由于被告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采伐

枯树一事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致发生上述事故。法院依 《民法通则》第126条及第119条,判决被告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向原

告王烈凤支付损害赔偿金。该案载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第2期 (总第22期)。
参见梁慧星: 《道路管理瑕疵的赔偿责任———大风吹断路旁护路树砸死行人案评释》,载 《法学研究》1991年第5

期;杨立新、尹艳:《论国有公共设施设置及管理欠缺致害的行政赔偿责任》,载 《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年第1
期;王洪亮:《交往安全义务基础上的物件致损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11章 “物件损害责任”的理解与适用》,载 《政治与

法律》2010年第5期。
参见马怀德、喻文光:《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载 《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肖泽晟:《公物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 292页;吕宁:《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载 《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7期。

1993年 《国家赔偿法 (草案)》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桥梁、道路等国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发生的赔偿

问题,不属违法行使职权的问题,不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受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等有关规定,向负责管理的企业、事业单

位请求赔偿。”胡康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草案)的说明》,1993年10月2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转引自前引 〔4〕,吕宁文,第77页。
《国家赔偿法》经过历次修改却仍然采取了维持现状的立场,至少反映出在行政法学界有较多学者支持的 “公法说”

并未真正说服立法者。参见沈岿:《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 323页。
梁慧星教授认为,公物致害责任应当适用 《民法通则》第121条关于国家赔偿的有关规定,而非第126条的建筑物

危险责任,立法者在制定 《民法通则》时未将其纳入应当适用的范畴。参见前引 〔3〕,梁慧星文。
参见韩世远:《建筑物责任的解释论———以 <侵权责任法>第85条为中心》,载 《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
参见张新宝:《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立法研究》,载 《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张新宝、吴婷芳:《物件致人损害

责任的再法典化思考》,载 《现代法学》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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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适用问题,有必要首先区分与物有关侵权责任的不同类型。

(一)物之侵权与物上行为侵权、单纯行为侵权

与物有关的侵权,虽然都与物有一定的关系,但却并不都是由于物本身的危险性而直接产生

损害结果。根据损害结果与物的危险性之间的关系,可以将与物有关的侵权区分为三种基本类

型,分别是物之侵权、物上行为侵权和单纯行为侵权。具体类型划分请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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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与物有关的侵权责任类型划分

1.物之侵权

物之侵权是指由于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导致物本身的危险性加剧,从而直接造成损害后果

发生。其基本逻辑是 “行为瑕疵———物之危险性———损害”。虽然导致损害发生的因素中,也

存在作为原因行为的瑕疵行为,但并不是管理人等主体在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行为直接造成损

害,而是基于瑕疵行为加剧了物本身的危险性,从而带来了直接的损害后果。“这是一种不是

以人的行为为理由,而是以物的客观状态为理由,发生损害责任的场合。”〔10〕日本法上将其视

为一种典型的危险责任,由于物欠缺通常应该具有的安全性,从而具有对他人带来危害的危险性

的状态。〔11〕

对于物之侵权,根据物的公私属性,即是否具有公共使用性,可以将其区分为公物侵权和私

物侵权两种基本类型。公物致害责任就是典型的由于公物侵权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12〕而对

于私物侵权应继续区分物的动产和不动产属性,《民法通则》第126条、《侵权责任法》第85条、

第86条所规定的建筑物或构筑物侵权,《侵权责任法》第90条所规定的林木侵权,以及 《侵权

责任法》第91条第2款所规定的地下设施侵权都属于不动产侵权,由这些侵权所产生的责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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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08页。
参见 〔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 231页。
对于公物致害责任,日本和韩国多使用公共营造物责任概念,我国台湾地区则在台湾地区 “国家赔偿法”立法过程

中新创设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责任概念,其目的在于减少在物的概念上与民法学者之间的争议。但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我国台

湾地区,都有学者明确指出,公共营造物或公有公共设施,从物的概念的基本范畴上与传统行政法理论上公物概念属性没有实

质差异,因而笔者在本文中选择使用公物致害责任的概念,希望通过回归公物的行政法理论实质,为解决公物致害的司法适用

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参见 〔日〕市桥克哉等:《日本现行行政法》,田林等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86 397页;〔韩〕金

东煦:《行政法Ⅰ》,赵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2 402页;叶百修:《国家赔偿法》,载翁岳生编:《行政

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3 16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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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建筑物危险责任,〔13〕日本法上称之为工作物责任。〔14〕而对于动产基于物之危险性的侵权,

如 《侵权责任法》第10章所规定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就属于典型的动产危险责任。〔15〕

2.物上行为侵权

物上行为侵权是指于物之上实施了某种与物密切相关的危险行为,并由于该危险行为直接导

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其基本逻辑是 “物———行为之危险性———损害”,造成损害发生的根据是行

为人的危险行为,但与单纯的行为侵权相比,其与物本身的危险性或公共性之间具有密切的联

系,也就是说由于行为发生于本就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物之上,物的危险性导致行为的危险性加剧

并导致损害后果发生,故而不同于简单的行为侵权。比如,《侵权责任法》第88条、第89条以

及第91条第1款所规定的,在公共道路或公共场所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或者挖坑、

修缮安装地下设施,而产生的侵权行为及责任。〔16〕这种侵权行为实际上多发生于公物之上,具

有明显的 “公共侵扰性”,〔17〕但由于其是基于行为人危险行为致害,而非公物本身的瑕疵危险性

致害,因而当行为人是民事主体时,应当适用民事侵权责任。同时传统公物理论也认为此情形下

的公物处于不完善状态,也不符合公共使用性的基本标准,因而在一定情形下排除其公物属性,

不适用公物致害责任。〔18〕

3.单纯行为侵权

单纯行为侵权是指虽然发生于物上,但与物本身并没有实质的联系,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就

足以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其基本逻辑是 “行为之危险性———损害”。此种情形下的物仅仅是

一种工具或者载体,与损害后果的发生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中所规定的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就是典型的代表。抛掷物品行为本身的危险性直接造成损害后果,发

生于建筑物之上只是客观事实和外在表象,与建筑物本身的危险性并没有产生叠加的效果,属

于单纯的行为侵权,这也是学者普遍反对将高空抛物行为列入 “物件致人损害责任”的主要

原因。〔19〕

针对 《侵权责任法》第87条 “从建筑物中抛掷或坠落物品”相关责任规定在理论和司法实

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在提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草案)》三审稿中,

明确了由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基本原则,可能加害人只在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予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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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建筑物危险责任,在我国也有学者称为狭义的物件致人损害责任,其 “物件”以建筑物为基点展开列举了建筑物等

六种类型,并将抛掷物、自然形成的搁置物/悬挂物、施工人责任及其他特殊侵权责任均排除在外。参见前引 〔9〕,张新宝、吴

婷芳文。
参见前引 〔10〕,于敏书,第479 481页。
参见韩世远:《物件损害责任的体系位置》,载 《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参见前引 〔9〕,张新宝文。
普通法上的 “公共侵扰性”被认定为对一般大众权利的、应该保护的利益的侵扰,其中就包括了在公共道路或通航

河流中设置障碍物的情形,因其属于对公共便利性的侵扰。参见 〔美〕爱伦·M.芭波里克选编:《侵权法重述纲要》,许传玺、
石宏、董春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05 409页。

参见前引 〔12〕,叶百修文,第1673 1696页。
参见前引 〔9〕,张新宝、吴婷芳文;前引 〔9〕,张新宝文;焦富民: 《罗马法物件致人损害责任制度的设计及其启

示》,载 《法学杂志》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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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并增加了建筑物管理人在未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施时,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

任。〔20〕三审稿虽然在 《侵权责任法》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对责任的承担作出了更加细化的规定,

但仍未能从根本上区分物本身的侵权和行为侵权之间的本质差异,王利明教授就提出 “在民法典

编纂过程中,对高空抛物和高空坠物应加以区分并作出更有针对性的规定”。〔21〕

(二)物之侵权责任类型划分的基础:区分公物和私物

由于物之侵权区分为公物侵权和私物侵权两种基本类型,所以明确公物与私物的区分标准和

本质区别,是对物之侵权责任进行类型区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公物与私物的区分标准并非在于

其所有权或管理权主体,究竟是国家、公共团体等公权力主体,还是自然人、法人等私权利主

体,而是在于其是否具有公共使用性,〔22〕公物作为实现行政目的的工具,必须提供给作为公众

的不特定多数人共同使用,从而满足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不同于私物的独占使用性或排他

性。日本公物理论中将公物的界定标准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该物是提供公共之用;第二

是行政主体对该物拥有支配权;第三是提供公共之用的主体限定于行政主体,即由行政主体提供

公物于公共之用;第四是须为有体物。〔23〕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公共使用性,“即使行政主体

对物曾经具有某种权利根据,只要该物没有提供于公共之用,那就不是公物”。〔24〕法国行政法上

对于公产与私产的区分,经过成文法、学说和判例的共同确认,也将公共使用性作为其基本标

准,其中既包括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又包括公务作用的财产。〔25〕也就是说,即便其所有人或

管理人属于私主体,但只要其为提供公共使用之物,即可认定为公物,理论和实践中也普遍承认

私人之物提供公共使用而成为公物,称为私有公物。〔26〕

民法上物的概念则具有独占使用性,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在使用物的过程中多具有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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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草案三审稿除了增加规定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还作了如下修改:一是增加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

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二是增加规定,发生此类情形的,“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

时调查,查清责任人”,并明确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才适用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定。三是增

加规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四是增加规定,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

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参见 《高空

抛物 算 不 算 违 法? 民 法 典 侵 权 责 任 编 草 案 新 增 规 定 予 以 明 确》,载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8/

43bc8ee53cbe44f29f912da09d764a4f.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2日。
参见 《加强综合治理 保障公众安全———中国法学会高空抛物坠物法治工作座谈会会议综述》,载http://www.legali-

nfo.gov.cn/index/content/2019 09/19/content_7996945.htm,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2日。
也有学者将行政目的性作为区分的主要标准,即是否直接用于公共目的。参见 〔韩〕金东煦:《行政法Ⅱ》,赵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但其与公共使用性并不矛盾,是否达成行政目的,其判断基础正是在于是否提供公

众共同使用,两者的核心都在于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判断。
参见前引 〔1〕,盐野宏书,第244 246页。我国学者也有类似观点,将行政公产的界定标准确定为:第一是行政公

产须为行政主体所有或管理;第二是行政公产须由行政主体提供公用;第三是行政公产必须供公用的目的;第四是行政公产须

是独立的财产形态。参见梁凤云:《行政公产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 18页。
前引 〔1〕,盐野宏书,第244 246页。
法国成文法中对公产和私产的区别标准规定在1957年的 《国有财产法典》中,该法典第2条规定: “国有财产中,

由于本身性质或由于政府指定的用途而不能作为私有财产的属于公产,其他的财产属于私产。”学说和判例确定的基本标准是

“根据这个标准行政主体的下列财产属于公产:一是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二是公务作用的财产,但该财产的自然状态或经过人

为的加工以后的状态必须是专门地或主要地适用于公务所要达到的目的。”前引 〔1〕,王名扬书,第238页。
参见前引 〔12〕,叶百修文,第1673 16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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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27〕私物的使用人为特定少数人,即便其在使用的过程中承受相应的物产生的风险,这也被

视为享受物带来利益而应承担的后果,因而多为自己责任。而当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并非同

一主体时,也主要通过债权救济的途径加以解决。基于私物而产生的建筑物危险的受害人,主要

是与该建筑物并无主要联系的第三人。根据 《侵权责任法》第85条的规定,此时的使用人也是

责任的承担主体,与所有人、管理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28〕公物须为公共使用目的,因而其使

用者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公物致害责任除了发生在第三人之上以外,更多的是发生于这些不特定

的使用人,而这种保护不特定多数使用人的合法权益免受危险侵害的责任,体现的正是保护公共

利益的核心价值,因而属于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基本要求。无论哪种情况,公物的使用人都

不是责任的承担者,责任主体只能是承担公法危险责任的公权力机关。综上,服务于不特定多数

人的公共使用性是区分公物与私物的根本特征。

(三)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界定

在以是否具有公共使用性为标准区分公物和私物的基础上,物之侵权划分为公物侵权和私物

侵权,其中基于公物侵权而产生的物之侵权责任,称为公物致害责任;基于私物侵权而产生的物

之侵权责任,包括建筑物危险责任和动产危险责任。〔29〕公物致害责任理论上虽承认动产上发生

损害的情形,〔30〕但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者多集中于不动产,因而将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

物危险责任加以界定和比较更加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笔者将动产危险责任排除在本文

研究的主要范围之外。

综上,可以将公法上的公物致害责任界定为,国家或者公共团体对于具有公共使用性的公物

在设置、管理上的瑕疵发生的损害所负的责任。〔31〕而根据现有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可以将民

事侵权法上的建筑物危险责任界定为,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由于建筑

物及其他设施以及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32〕

三、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学理比较

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在理论上既具有相似性,又具有差异性,正是由于其具有相

似性的基本表现,使立法者相信即便不将公物致害责任纳入 《国家赔偿法》的适用范围,受损权

利人依然能够通过建筑物危险责任的适用获得救济。然而正是两者之间在表象和本质上的差异

性存在,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适用争议与困局。因而要解决司法适用上的主要问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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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现行法上物权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直接支配一定的物,并获得利益的排他性。参见 〔日〕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

义Ⅱ:新订物权法》,〔日〕有泉亨补订,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 11页。
对于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之间责任的承担关系存在争议。参见张志坡:《<侵权责任法>第85条的法教义学分

析———土地工作物责任的法律效果》,载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
参见前引 〔15〕,韩世远文。
公共营造物不仅仅局限于不动产,也包括汽车、手枪、电刨等动产以及警犬等动物。因此,它要比日本 《民法》第

717条所规定的 “土地上的工程设施”的概念更为广泛。参见前引 〔12〕,市桥克哉等书,第386 397页。
参见前引 〔11〕,盐野宏书,第224 231页。
参见前引 〔8〕,韩世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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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理论上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比较请

见表1。

 表1 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比较表

公物致害责任 建筑物危险责任

相

似

性

都是由物直接致损而产生的责任

责任产生的基础都是物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

责任产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存在设置和管理上的瑕疵

差

异

性

差

异

表

象

差

异

本

质

适用范围 全部公物 仅限于建筑物、构筑物等

责任主体 国家或公共团体等公权力主体 自然人、法人等私权利主体

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责任承担根据 报偿理论 公共负担的人人平等理论

管理权性质 行政权力 民事权利

管理权来源 法定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权利性:民事权利的基本要求

管理权内容 积极的保障义务 消极的注意义务

管理权行使强制性 严格的强制性 一定的任意性

(一)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相似性

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相似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都是由物直接

致损而产生的责任,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在于其负有管理义务的物直接造成他人损害,

而非责任主体于物之上实施了某种积极的侵权行为而导致责任产生;〔33〕第二,责任产生的基础

都是物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因而这两种责任都属于危险责任,而非简单的结果责任,即并不能

完全以结果判定是否承担责任,而要考虑危险的可预见性和可控性;〔34〕第三,责任产生的直接

原因都是存在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而该瑕疵应当理解为 “欠缺通常应该具有的安全性”,该场

合下的安全性应以足以防止通常预想得到的危险为必要条件。〔35〕

(二)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差异性

1.差异性表象

关于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差异性,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适用范围、责任主体、归

责原则以及责任承担根据等差异的表象方面。〔36〕首先,建筑物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明显窄于公

物致害责任的适用范围,〔37〕公物致害责任除了发生在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相似的不动产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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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有学者认为国家公法责任体系中的行政赔偿责任应区分物的责任和人的责任,其中物的责任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责

任。参见王锴:《我国国家公法责任体系的构建》,载 《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
不是结果责任这一宗旨,是指对瑕疵进行判定,有时还要考虑该物的客观状态以外的要素。并且占据该要素重要部

分的,是管理者的对策。这在一方面扩大了管理者的责任,即对受害者起到有利的作用较多;另一方面,当不能期待管理者的

损害规避时,也会向着不承认责任的方向起作用。参见前引 〔11〕,盐野宏书,第224 231页。
参见前引 〔10〕,于敏书,第480页。
参见前引 〔3〕,梁慧星文。
诸如铁路设施、医药卫生设施、水电设施、港埠设施等仍被排除在法律规制之外。参见高俊杰:《论公共设施致害赔

偿责任的性质———公私法关系的视角》,载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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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可能发生于作为设施的动产,〔38〕以及河川、山丘等自然公物上。〔39〕其次,基于责任主

体可能不同于赔偿义务主体来区分,公物致害责任即便依据 《民法通则》的规定由具有管理职责

的企业或事业单位承担赔偿义务,其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应当是国家或公共团体。〔40〕再次,公物

致害责任应当适用无过错的归责原则,从而更好地保护公物使用人的合法权益,而建筑物危险责

任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区别于极度危险的严格责任。最后,在责任承担根据上,建筑物危险

责任的根据在于报偿理论,即受利益者负担所生损害;〔41〕而公物致害责任的根据则在于 “公共

负担的人人平等”,即在公共负担面前应当公平,全体民事主体由于公物的实施得到利益,不能

要求少数受害人做出特别牺牲,无过错赔偿责任恢复民事主体在公共负担面前的平等地位,〔42〕

同时认为国家应当是社会风险的保险者。〔43〕

2.差异性本质

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差异性本质在于,作为责任主体履行管理义务前提的管理权,

属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管理权。公物致害责任中责任主体的管理权是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公

权力机关必须履行管理公物的职权和职责,即 “公物管理权”;而建筑物危险责任中责任主体的管

理权是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在作为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所产生的民事权利,管理义务人在管理

建筑物时具有一定的恣意性,即 “私物管理权”。这两种管理权在性质、来源、内容以及行使强制

性上都存在区别,从而导致了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本质差异性。

(1)管理权性质的差异

公物管理权属于公法上行政权力,〔44〕行政权力的行使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保障社会上

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和利益。〔45〕这一点也与公物的公共使用性密切相关,由于公物区别于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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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在日本法上,侵权行为法上的土地工作物责任与国家赔偿法上的公共营造物责任的主要差异之一,就是公共营造物

责任并未将对土地的附着性设定为构成要件,因而该 “设施”可以是动产。参见 〔日〕田山辉明:《日本侵权行为法》,顾祝轩、
丁相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 189页。

对于自然公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看作是设置、管理上的瑕疵? 对此,即便是纯粹的自然公物,也要进行最低限度

的人工管理,例如河川,浚泥工程的不充分可以看作是设置、管理上的瑕疵。参见前引 〔12〕,金东煦书,第392 402页。
参见解志勇、裴建饶:《浅析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与救济途径》,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

第4期。
参见前引 〔3〕,梁慧星文。
参见前引 〔1〕,王名扬书,第345 358页。
“风险理论”认为国家的行为,甚至当无过错时,可能会在一定的情形下产生风险。如果危险变为现实并且个人因此

遭受伤害或损失,只能是国家应该向他补偿。参见 〔英〕L.赖维乐·布朗、约翰·S.贝尔: 《法国行政法》, 〔法〕让 米歇

尔·加朗伯特协助,高秦伟、王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 186页。
国家的行政职权可分为公权力行政和私经济行政两类,公权力行政又可分为基于统治关系的行政和基于管理关系的

行政。在给付行政、福利行政等领域内,国家赔偿的范围应当由基于统治关系的行政职权,向基于管理关系的行政职权转变,
同时应进一步拓展至私经济行政中的某些行政职权的履行。参见杜仪方: 《行政赔偿中的 “行使职权”概念———以日本法为参

照》,载 《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
关于公物管理权的基础存在不同学说,大陆法系的主流观点包括公所有权说、私所有权说、修正私所有权说以及独

立管理权说,其差异在于基于公物管理而产生的恣意性排除的基本特征,其依据在于其所有权是完全不同于私法上所有权的行

政法上的所有权,还是建立在私法所有权基础上进行修正后的所有权,日本学者有认为这样的争议并不存在实际意义,因而提

出公物管理权本身就是一种行政权力。参见 〔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2卷),
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74 480页;前引 〔1〕,王名扬书,第246 248页;前引 〔1〕,盐野宏书,第254 257
页。英美法系则主张 “公共信托理论”,“公物上的财产权由全体公物使用人所享有,公物管理主体的责任在于维护公物使用人

按照公物本来公共用途使用公物的权利,以及对公物使用上的多元用途冲突进行协调和处理,并不享有随意利用公物去获得收

益以及对公物用途随意进行处置的权力”。前引 〔4〕,肖泽晟书,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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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特征在于供不特定多数人使用,因此其管理上避免瑕疵的义务便是保障该不特定多数人使

用上的安全性,体现为一种积极的保障义务,而这种积极的保障义务正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本

质要求,因而该避免设置或管理上瑕疵的责任便成为对管理机关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政职责。

相较之下,私物管理权则是私法上的民事权利,该民事权利的行使以民事主体的个人利益为

导向,即便是要求管理者不对第三人造成损害,也并不对管理者施予过于强制性的要求。从私物

并不提供公共性使用的角度出发亦然,管理者在管理私物中的避免瑕疵义务因为并不涉及使用

人,所以只承担不致损害第三人的消极注意义务,这种义务要比积极保障义务宽容得多,其目的

在于保障市场交易和竞争的活力,不至于因承担过重的保障义务而阻碍经济交往的积极性。

(2)管理权来源的差异

公物管理权的来源在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46〕此为法治国家下依法行政的集中体现,作为

权力性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对于公物的管理必须依据宪法或法律的有关规定,或者是在此基础上

制定的公物管理规则,〔47〕并且应当严格遵守相关规则,保证公物能够满足 “公共使用的基本使

命”〔48〕。私物管理权的直接来源则是物的所有权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的核心在于意思自治,基

于此而产生的私物管理权则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因而不作为本身并不是责任承担的基础,只在存

在设置和管理上的过错的情况下才应承担责任。与此不同,作为法定职责,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

基础在于法定性的违背,而非行为上的过错。〔49〕

(3)管理权内容的差异

公物管理权下产生的积极保障义务,要求管理人在保障公物完整性的同时,保障公物在使用

效果和经济利益上的最佳状态,即 “最佳使用原则”〔50〕。公物管理权要求保障不特定多数人使

用公物时安全性和使用目的的实现,因而作为管理人的行政机关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履行管理

职责。在向服务行政的转型过程中,将公物的安全性保障,由满足公共使用的要求转向有效提

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利益的要求。〔51〕而私物管理权下产生的消极注意义务,只要求管理人

保障公物的完整性,防止由于完整性缺陷导致欠缺安全性,造成第三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

损害。

(4)管理权行使强制性的差异

公物管理权的行使具有强制性,公物管理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的管理要求,积极地履行管理职

责,否则即构成行政不作为。随着行政国家由侵害行政向给付行政转变,人权保障思想的凸显,

“使公物之一般利用,由传统的国家视公物为家产的公物观,转变为视市民为公物主人的以市民

为本位的公物观,从而公物之利用不再是一种恩给,公物的设置、管理及其废止均不再任诸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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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51〕

《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

偿的权利。”国家赔偿责任应在 《宪法》的统率之下,建立以 《国家赔偿法》为主的公法赔偿责任和以 《民法总则》为主的私法

赔偿责任。参见前引 〔33〕,王锴文。
参见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载 《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前引 〔1〕,王名扬书,第266页。
参见杜仪方:《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 140页。
前引 〔1〕,王名扬书,第266页。
参见袁曙宏:《服务型政府呼唤公法转型———论通过公法变革优化公共服务》,载 《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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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裁量”〔52〕。基于所有权本身在行使上的非强制性,私物管理权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任

意性。〔53〕是否行使该权利是民事主体私法自治的选择,只要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管

理者可以自主决定管理的范围、强度和方式。

四、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适用困境及重构

关于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中受害人司法救济途径的争议,在 《国家赔偿法》制定

之前就已然出现,《国家赔偿法》的排除适用使得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同时适用民事

侵权的赔偿诉讼。〔54〕而两种责任的本质差异性,使得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争议和

问题。

(一)核心争议:公物致害责任能否适用民事侵权救济途径

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主要争议在于,公物致害责任能否适

用民事侵权救济途径,是否需要将其纳入 《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使权利人通过国家赔偿途

径获得救济。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公法途径说、私法途径说、公法妥协说

以及公法例外说四种。

公法途径说认为应当将公物致害责任纳入国家赔偿范围,〔55〕其主要理由在于公物作为行政

机关提供公共服务与管理的主要工具,属于给付行政的重要内容,设置管理者与使用人之间形成

了公法上的公物利用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而非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56〕此外建筑物危险

责任的适用范围有限,不能涵盖公物致害的所有情形。〔57〕私法途径说认为公物致害责任依循民

事侵权法而不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是更加务实的姿态:一方面公物的设置与管理越来越多地由公

司或事业单位实施,符合民事救济途径的适用情形;另一方面公物致害责任纳入国家赔偿也并非

世界范围内的 “通行做法和发展趋势”。〔58〕公法妥协说认为,由于国家赔偿标准比民事赔偿标准

更低,而在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拒不履行法院裁判的情况下,法律上没有强制措施可供采用。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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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58〕

前引 〔1〕,李惠宗文,第451页。
根据行政法公物理论,即便承认公物上存在所有权,其也是一种区别于私所有权的公所有权,在公物的管理义务方

面,公所有权区别于私所有权的关键在于 “具有对所有权者的恣意管理加以限定的意思”,即 “对所有权的恣意性的排除”。参

见前引 〔1〕,盐野宏书,第256页。
作为一种侵权赔偿责任,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本质区别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基于公权力违法行为而产生的违法责任,

而且在于它是因公权力活动的潜在危险性所引起的风险责任,是为了补救公权力活动所造成的不正当损害后果的公平责任。参

见高家伟:《论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载 《法学杂志》2009年第5期。
参见前引 〔4〕,马怀德、喻文光文。
按照行政法的一般原理,“行政机关对于人民之返还请求权,与反对之给付请求权,均应循相同救济途径”。同理,

由于任何公物使用人因违反公物使用管理规则而导致公物致害的,承担的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公物管理者可以通过罚款等方

式来弥补这种损害,一般不应通过民事赔偿的方式去获得赔偿。因此,当因公物本身的物理缺陷或者公物管理者的管理缺陷而

给使用者带来损害时,公物管理者就应承担公法上的赔偿责任。按照公物的二元产权结构理论,至少因公物管理瑕疵或者公物

的物理瑕疵给公物公用目的范围内的使用人带来损害的,公物管理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属于公法责任,即国家赔偿责任,而

非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参见前引 〔4〕,肖泽晟书,第278 292页。
参见前引 〔4〕,吕宁文。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外,并不存在将公共设施纳入独立的国家赔偿法调整的范围的 “通

行做法和发展趋势”。参见周云帆:《也谈公有公共设施的损害赔偿———与马怀德、喻文光先生商榷》,载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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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国家赔偿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还是暂时放在民事赔偿责任中更为实际。〔59〕公法例

外说认为公物致害责任在一般情形下通过民事赔偿途径救济,只在特定的个别情形下,通过国家

赔偿途径救济。〔60〕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以上四种观点分别站在了应然和实然的两个不同立场上,公法途径

说坚守应然立场,公物致害责任的行政法律关系本质,决定了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救济途径,不能

适用民事侵权救济途径。而其他三种观点则属于实然立场,其并不否认在理论上应当适用国家赔

偿救济途径,但基于现有 《国家赔偿法》并未将其纳入适用范围,所以关注点毋宁是当下适用民

事侵权救济途径能否有效保证受害人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是否一定要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解决

相关问题。实际上,要解决这一核心争议,需要站在实然的立场上,了解当前适用民事侵权救济

途径的焦点问题与困境,同时分析依据现有制度和理论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和困境,如果不能保证

受害人在当前司法制度下获得充分有效的救济,则应当回归公物致害责任本质,将其纳入国家赔

偿适用范围。

(二)当前适用民事侵权救济途径的焦点问题与困境

当前公物致害责任适用民事侵权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焦点问题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机关是否是适格的民事主体? 民事侵权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的? 在亳州市公路管理局涡阳分局与赵兰中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 〔61〕中,法院认为公物

致害责任属于民事赔偿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的竞合情形。此外,在行政委托履行管理职责的企业

事业单位无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可否要求行政机关作为所有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企业

事业单位难以确定或者相互推诿,不能找到适格被告时,诉讼权利人可否向行政机关寻求救济?

第二,公物致害责任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 在葛述存诉大同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案 〔62〕中,法院认为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而在张立新与柯桥区漓渚镇人民政府、绍

兴柯桥排水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63〕中,一审法院认为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

原则,二审法院则改判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第三,行政机关能否以私法救济方式免除赔偿责任? 〔64〕在张立新与柯桥区漓渚镇人民政府、

绍兴柯桥排水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65〕中,漓渚镇政府认为其不应当对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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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64〕
〔65〕

参见杨小君:《国家赔偿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 56页。也有学者提出民事赔偿和国家

赔偿之间并非对立冲突、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共生共存、优势互补的,应赋予受害人对民事赔偿或国家赔偿的选择权。
参见前引 〔37〕,高俊杰文。

可以适用国家赔偿法的情形如下:一是公共设施不是由企事业单位管理,而是由国家机关管理,在国家机关或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执行职务中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形;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责任自负的国有企业,
对公共设施的经营管理造成巨大损失,该企业根本无法承受的特殊情形。参见杨临萍:《国家赔偿范围探讨》,载 《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前引 〔6〕,沈岿书,第283 323页。
参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皖16民终39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大同县人民法院 (2015)大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6民终155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4〕,吕宁文。
参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6民终155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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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同意在12万元范围内对张立新进行经济救助。

而经济救助金的法律性质与支付标准都存在争议,实际上行政机关是在变相地履行赔偿责任。此

外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即便判决了行政机关履行赔偿义务,在行政机关拒不履行的情况下,法院

能否具有强制执行力?

(三)基于两种责任差异性本质的必然选择:国家赔偿

针对民事侵权救济途径在解决公物致害责任争议过程中的上述问题,根据现有民事法律制度

以及公物管理权与私物管理权本质差异性的基本理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行政机关并不是适格的民事主体。虽然2017年实施的 《民法总则》在法人中的第四

节规定了特别法人,其中第97条 〔66〕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从事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但其

基本前提是行政机关以平等主体身份参与到民事活动中,即私行政中的行政辅助行为及行政营利

行为。〔67〕而行政机关管理公物的行为是基于管理关系的行政职权的行使,“公物的管理行为本身

是一种行政行为”,〔68〕公物管理机关与相对人属于高权关系下不平等的双方主体,因而不满足民

事主体的基本要求。同时在企事业单位无法履行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职

责,承担赔偿义务,否则即构成 “遁入私法”〔69〕的危局之中:一方面由于行政机关的管理责任

已转移,自己已经不是管理人,另一方面公有公共设施的所有权是否属于行政机关也存在争议,

因此根据现有的民法规范难以向行政机关寻求救济。此外,在公物管理私有化趋势的影响下,公

物管理中所有权人、管理权人和经营权人往往难以界定,为责任主体的确定带来了极大困难。〔70〕

受害人往往因无法确定责任主体,或被告不适格,无法获得应有的法律救济。

第二,公物致害责任应当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公物管理权来源的法定性,以及强制性地要

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即保障不特定多数人在使用公物过程中的安全性,都是保障公共利益

的集中体现,不能履行此积极保障义务,即构成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而行政机关在侵害公共利益

时的赔偿责任不应以过错作为构成要件,因为此时的责任承担是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无过错

责任原则的本质特征在于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只要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行为人就应该

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71〕因而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符合公物致害责任的本质属性

要求。与此不同,私物管理中的建筑物危险责任,因为其管理义务本身具有一定的恣意性,因而

需要以过错作为判断责任承担的标准,但同时为了减轻受害人的举证困境,民事规范中的建筑物

危险责任选择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现有民法规范中建筑物危险责任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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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70〕
〔71〕

《民法总则》第97条规定:“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

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行政辅助行为即为求国家任务之达成,行政主体常须先行取得必要之人力与物品,可以将行政主体视同私法人,以

私法行为达成国家任务。例如政府机关的发包建筑,办公器材的设置购买,公立医院药材的洽购等。行政营利行为,即行政机

关成立企业组织,来经营事业获取利润,来增加国库之收入。参见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17 27页。
前引 〔1〕,盐野宏书,第255页。
“遁入私法”强调利用这种只依靠私法的制度来达成原来公法所欲达成的目的,也会造成行政权力钻法律漏洞,规避

许多公法原则的拘束。参见前引 〔67〕,陈新民书,第17 27页。
参见前引 〔37〕,高俊杰文。
参见前引 〔49〕,杜仪方书,第122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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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加了公物致害受害人的诉讼负担,同时公权力机关也往往依据其证据上的优势地位,否定

过错的存在,从而导致受害的权利人无法获得司法救济。

第三,行政机关不能以私力救济方式免除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对于公物管理权的行使并不具

有裁量性,在管理权责任或后果发生之前,管理人不能将其管理责任全部转让给其他民事主体。

在公物管理中,管理的私有化现象日渐明显,通过设立专门履行管理职责的企业法人等主体,委

托其代为履行行政职责,并由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行政法上称为行政私法行为。行政私法行为

的最大风险在于 “遁入私法”,规避原有法定职责的强制性约束,增加私法行为所具有的恣意性。

因而要求适用类似于民法上雇主责任的原则,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范围内,责任承担主体依然是履

行法定义务的行政机关。同时损害结果发生后,管理权人与受害人之间通过私法途径解决,可能

违反平等性的基本原则,不同的受害人很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救济,实质上是造成了部分权利人

的再次侵害,因而要求必须由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机关居中裁判,保障法律适用上的公正性,受

害人获得权利救济的平等性。然而民事侵权救济途径中存在允许甚至鼓励自主协商解决纠纷的规

定,这些规定适用于公物致害责任救济中不利于受害人获得应有的司法救济。

综上所述,公物致害的受害人适用建筑物危险责任的民事侵权救济途径,并不能获得充分有

效的法律救济,同时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焦点问题和困境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公物致害责

任的赔偿争议应当通过国家赔偿的救济途径加以解决。

(四)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的司法适用重构

通过上述分析,基于公物与私物在公共使用性上的根本区别,同时基于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

物危险责任在管理权上的本质差异,两者在选择适用司法救济途径时,应当依循如下步骤:

首先,以物之危险性致害差异确定物之侵权、物上行为侵权和单纯行为侵权。明确只有在设

置、管理上的瑕疵,导致物欠缺应具有的安全性,从而直接导致受害人人身和财产权益损害时,

才能适用物之侵权责任。

其次,以物之公共使用性标准区分公物致害责任和建筑物危险责任。根据作为侵权客体的物

本身是否具有公共使用性,将其区分为公物与私物,其中公物侵权适用公物致害责任,私物中的

不动产侵权适用建筑物危险责任。

再次,区别公物致害责任和建筑物危险责任分别适用国家赔偿程序和民事侵权程序。基于两

种责任在管理权上的本质差异:作为行政职权的公物管理权存在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导致公物

致害责任的,应当适用国家赔偿程序;作为民事权利的私物管理权存在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导

致建筑物危险责任的,则应当适用民事侵权程序。

最后,区别公物致害责任和建筑物危险责任分别适用无过错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基于公物

管理权的强制性、法定性和公益性,公物致害责任应当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而基于私物管理权

的任意性、权利性和私益性,建筑物危险责任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归责原则。

五、结 语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朝着 “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完善,政府的行政角色定位也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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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侵害行政向福利行政、给付行政以及服务行政方向转变,〔72〕政府需要更加多元化的设施和工

具来完成行政目的,公物的范围逐渐扩大,而公物在管理和利用上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当公物由

于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造成民事主体人身和财产损害时,如何寻求法律救济便显得尤为重要。〔73〕

公物致害责任和建筑物危险责任分别适用国家赔偿程序和民事侵权程序,既符合公物与私物在公

共使用性上的根本区别,又满足公物管理权与私物管理权在管理权性质、来源、内容和行使强制

性上的本质差异,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核心争议和焦点问题,同时也体现了法治国家

的基本原则和实质属性,有利于更好地保障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

Abstract:Accordingto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amageresultandthedangeroftheproperty,

theinfringementrelatedtothepropertycanbedividedintothreecategories:theinfringementof

theproperty,theinfringementoftheactonthepropertyandtheinfringementofthesimpleact.

Accordingtothefundamentaldifferencebetweenpublicpropertyandprivatepropertyinpublic

use,propertyinfringementcanbedividedintopublicpropertyinfringementandprivateproperty

infringement.Publicpropertyinfringementconstitutestheliabilityfordamagecausedbypublic

property,whilerealpropertyinfringementinprivatepropertyinfringementconstitutesbuilding

dangerousliability.Therear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betweentheliabilityfordamagecaused

bypublicpropertyandbuildingdangerousliability.Thenatureofthedifferenceliesinthediffer-

entlegalattributesofthemanagementright,whichisthebasisfordeterminingtheestablishment

ormanagementdefects.Therearedifferencesinthenature,source,contentandenforcementof

thepublicpropertymanagementrightandtheprivatepropertymanagementright.Basedonthe

analysisoftheessenceofthedifferenceofmanagementpower,theexistingwaysofciviltortre-

liefcannotguaranteethatthevictimsofthedamagecausedbypublicpropertycangetfullandef-

fectiverelief.Therefore,theliabilityfordamagecausedbypublicpropertyandbuildingdanger-

ousliabilityshouldbeappliedtothenationalcompensationprocedureandtheciviltortprocedure

respectively,andbeappliedtothenofaultandpresumptionoffaultrespectively.

KeyWords:liabilityfordamagecausedbypublicproperty,buildingdangerousliability,publicfa-

cilities,state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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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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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以及公共团体的功能不断扩大,其活动内容对于市民的生命、身体、财产等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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